
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

对待历史文献资料

谭 其 骤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
,

这已为当前所有历史地理研究工作者所一致公 认
。

现代地理学所要研究的
,

包括自然地理
、

经济地理
、

人文地理的各个方面
,

也就是历史地理所要研究

的对象
。

二者的研究对象是一致的
,

所不同的
,

只是前者以研究当前地理现象为主 (有时当然也要追

溯到过去 )
,

后者以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为主 (有时当然也要联系到现在 )
。

既然如此
,

所以历史

地理就其学科性质而言
,

它是一门地理科学
,

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

这是很明显的
。

旧时代把历

史地理学看成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
,

前一个时期有人把历史地理学看成是历史与地理之间的边

缘学科
,

这些看法目前至少在我国国内已基本上销声匿迹了
。

当前我国历史地理学界急需通过讨论予以明确的
,

看来已经不是学科的性质问题
,

而是学科的

研究方法问题
。

研究方法不解决
、

不明确
,

这对于扩大我们的队伍
,

促使我们的青年同行取得良好的

研究成果
,

是很不利的
。

在这里我谈一谈个人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意见
,

希望能引起同志们的注意
,

讲

得不对的地方
,

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

近一二十年来
,

有好几位历史地理学家在谈到这门学科的研究方法时
,

都着重指出研究历

史地理必须重视地理学的研究方法
,

特别是野外考察的方法
,

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

事实确是

如此
,

有许多依靠文献资料解决不了的历史地理问题
,

一经实地考察
,

问题就有可能迎刃而解
。

史念海同志在他的《河 山集》二集①序文里列举了他近年来通过野外考察解决的重要历史地理

问题共有二十多项
,

就是很好的例证
。

侯仁之同志对北京历史地理 的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之所

以能够远远超越前人
,

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整个北京市
。

他对沙漠地区

历史地理研究所取得的成就
,

也和他的实地考察工作是分不开的
。

但是
,

我们若因此便认为研究历史地理只需要多做野外考察
,

只需要学会地理学的研究方

法
,

或者说
,

依靠这些方法就可 以解决所有历史地理的问题
,

那可是绝对错误的
。

历史时期的

地理
,

换句话说
,

就是过去了的地理情况
。

这种情况少数是有遗迹保留到今天的
,

可 以通过实

地考察进行研究
。

但那只是极少数
,

大多数却不可能有遗迹留下来
,

都随着时间的消逝而过去

了
,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

要研究这些已经过去了的消失了的地理情况
,

那就非得依靠历史学的

方法不可
。

因此
,

我们可以这样说
,

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虽然属于地理科学
,

但就其

研究方法而言
,

却既不能说只需要运用地理学的方法
,

也不能说要以地理学的方 法为主
,

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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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运用历史学方法的重要性不下于运用地理学的方法
。

当然
,

近一二十年来写过论述历史

地理学研究方法的同行们
,

谁也没有说过不需要用历史学的方法
。

侯仁之同志就曾在他的《历

史地理学当议》一文① 中提到
,

研究历史地理
“

必须具备一定的历史学的训练
,

熟悉有关的历史

资料和文献
,

并能运用一定的历史方法
” 。

陈桥释同志在他所写的《中国自然地理
.

历史 自然地

理》② 的总论中也说
,

除了 自然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外
,

历史文献的搜集
、

整理和科学分析
,

也是

历史 自然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
。

不过这些文章主要都是为了纠正旧时代学者关起房门
,

足不出户
,

埋头在故纸堆中
,

完全不做野外考察的偏向而写的
,

所以都是在强调地理学的方法
、

野外考察的方法之后
,

对历史学的方法
、

文献整理的方法只是带上一笔
,

没有能够予以足够分

量的阐述
。

从近年来的情况看来
,

一方面只搞文献不做实地调查这种偏向并没有完全消除
,

另

一方面
,

在一部分人身上却又产生了另一种偏向
,

即忽视历史学方法
,

忽视文献资料的偏向
。

偏

向都应该纠正
,

我个人的看法
,

认为当前后一种偏向毛病更大
,

所以我要在这里呼吁一下
,

凡是

有志于研究历史地理的青年同志
,

不能犯这种偏向
,

犯了这种偏向的
,

务必努力予以克服
。

首先
,

研 究历史地理不能局限于研完历 史自然地理
,

更重要的是还得研究历 史经济地理和

历 史人文地理
。

历史经济地理要研究历史时期的产业
、

作物
、

工矿
、

商业和人口的分布与变迁
,

交通路线的开辟和城市的兴衰
,

各个地区的开发过程
,

等等
。

历史人文地理要研究历史时期国

家疆域和行政区划的沿革
,

民族的分布与迁移
,

不同语言
、

宗教和风俗习惯区域的形成及其演

变
,

文化中心的转移
,

等等
。

这些方面所包括的课题
,

很显然
,

你要是不从历史文献中下功夫去

搜集大量的资料
,

那是根本无法进行研究的
。

史念海同志的《河山集》初集③ 可 以说是一部历

史经济地理论文集
,

有讲地 区产业发展的
,

有讲交通路线的
,

有讲经济都会的
。

他在写这些文

章时还并没有进行过野外考察
,

他完全依靠历史资料
,

包括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
,

写成了这么

一部有很大贡献的论文集
。

反过来我们可以设想
,

要是不收集历史资料
,

只做野外考察工作
,

这些文章肯定是一篇也写不出来的
。

其次
,

应该 注意到
,

许多著名 学者所取得的出色研究成果
,

包括研 完历 史自然地理
,

也都是

离不开历史资料的
,

或者是主要取材于历 史资杆的
。

例如
,

已故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

气象学家竺

可祯同志所写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④ ,

是一篇权威性的著作
。

他研究五千

年的气候变迁
,

分成四个时期
,

只有 1 9 0 0 年以后的第四期是依靠仪器观测资料的
,

此外三个时

期四千九百年
,

全部依靠历史资料
。

第一期依靠考古资料
,

就叫考古时期
,

实际上这一时期中的

殷商时代取材于 甲骨文
,

甲骨文既是考古资料
,

也是文献资料
。

第二期物候时期
,

取材于从《诗

经》到元代文献中的物候记载
。

第三期方志时期
,

取材于明清两代地方志中有关气候的记载
。

再如
,

侯仁之同志研究乌兰布和沙漠地理环境的变迁
,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

仁之同志是亲

自进入这个地区做了细致的考察工作的
,

但是
,

他之所以能发现这一地区古今地理环境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
,

关键还是由于他把目前的情况跟《史记》
、

《汉书》
、

《后汉书》
、

《水经注》里的记载进

行了对比
。

要是只做实地考察工作而不熟悉这些文献资料
,

那是不可能作出这样出色的研究

成果的
。

又如
,

有些林学家认为黄土高原根本不适宜于成长森林
,

不承认过去这里有过森林
。

史念

① 见侯仁之著
: 《
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 97 9 年 9 月版
。

② 科学出版社 1 98 2 年 1 月版
。

③ 三联书店 1 96 3年 9 月出版
。

④ 《 竺可祯文集
》 ,

科学出版社 1 9 7 9年版
。



海同志的《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一文① ,

强有力地驳倒了这种说法
。

他搜集了好几百条历

史文献资料
,

确证历史时期的早期在黄土高原上到处都分布着森林
,

随着人类社会的活动逐步

加剧而逐步缩小
,

直到明清时代
,

才和今天相差无几
。

我想那几位林学家看了史念海同志那篇

文章之后
,

是无法不改变他们原来的信念的
。

可见解决历史地理问题
,

文献资料有时比根据目

前的地貌
、

土壤
、

水文等条件所作出的分析更可靠些
。

以上泛泛谈了历史地理研究中历史资料的重要性
。

下面再进而谈谈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

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的问题
。

历史资料可 以分成两类
:
一类是考古资料

,

一类是文献资料
。

考古资料是古代人类活动

的遗迹和遗物
,

通过这些实迹实物可以如实地复原古代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情况
,

是科学性

最强的资料
。

但是
,

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大多数活动是不会有什么遗迹遗物留传下来的
,

再加

遗迹遗物一般是不会说话的— 没有文字铭刻
。

所以
,

就有了文字记载以后这二三千年来的历

史时期而言
,

考古资料所能起的作用
,

毕竟还是赶不上文献资料的
,

研究这一段时期的历史主

要得依靠文献资料
,

研究这一段时期的历史地理也不能不如此
。

而这一段时期由于距离我们

这个时代最近
,

当然也是我们的研究工作的主要研究对象
。

因此
,

如何搜集
、

整理
,

如何鉴别
、

分析文献资料
,

事实上也就不能不是做好我们的研究工作的关键性环节
。

要全面论述处理好

这个关键性环节的方法
,

那是可 以写成一部几十万字的专著的
。

在这篇文章里
,

我只预备讲当

前特别值得重视的三点
:

第一点
,

搜集资料要做到基本上齐备
。

我们研究任何课题都切忌凭少数儿条资料就下结

论
,

这是相当危险的
,

很可能导致不正确的结论
。

当然也用不着要求百分之百地搜全所有资

料
,

这往往是难以做到的
,

一般说来也是不必要的
。

勉强这样做还会导致文章写得很烦琐
、

很

噜唠
。

但是
,

我们应该要求做到基本上齐备
,

也就是说
,

重要资料
、

关系到得出怎么样的结论的

资料不能遗漏
。

资料是否基本齐备会影响到结论是否正确
,

我可以举一个明显的例子
。

从陕北无定河北岸迩北到内蒙古乌审召
、

鄂托克旗一带有一片沙漠叫毛乌素沙漠
。

有相

当一段时间地理学界流行过一种说法
,

认为这片沙漠在五世纪 以前原是一片肥美的草原
,

是五

世纪 以后才随着人类的活动而逐步变成沙地的
,

有的甚至认为沙漠南部的形成不过三四百年
,

解放以前二百五十年沙漠向南扩展了六十里
。

且不谈后两种说法
,

只谈流行得最广泛的前一

种说法
。

这种说法的主要依据是沙区南部今陕西靖边县北红柳河北岸的白城子废墟
,

是公元

4 13 年五胡十六国中夏国所筑的都城
“

统万城
”

的遗址
,

据历史文献记载
,

当时夏国国君赫连勃

勃曾经登上统万城附近的契吴山
,

举 目眺望
,

赞叹这一带的山川景物之美
,

说是
“

美哉斯阜
,

临

广泽而带清流
,

吾行地多矣
,

未有若斯之美
” 。

许多学者都认为这条史料说明了在统万城建城的

时候
,

这里显然还不是沙漠地区
,

而是景物很优美的一块好地方 ;这里变成沙区
,

应该是统万城

建成以后又经历了若干岁月才开始的
。

尽管开始于何时的具体年代各家的推论有所不同
,

但

五世纪初这里还没有受到流沙侵袭这一点是这许多学者所一致公认的
,

几乎已成为学术界公

认的定论
。

可是
,

赵永复同志写的《历史上毛乌素沙地的变迁问题》一文②提出了不 同的看法
。

① 史念海
: 《
河山集

》
二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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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永复同志的文章详细论证了那种白城子附近的流沙形成于唐以后的说法是不符合于历

史事实的 ,根据北朝的记载
,

那时上距赫连夏不过百余年
,

这一带很明显是到处分布着沙陵
、

沙

阜
、

沙溪的游牧区
。

作者认为至迟东汉
,

即公元二世纪时
,

这一带可能已有流沙的活动
,

因为见

于东汉记载的奢延泽
,

应该是红柳河上游一条支流八里河被流沙堵塞出口而形成的
。

赫连夏

时代这里的地理景观和北朝时代不会有很大差别
,

赫连勃勃用
“

临广泽而带清流
”

这句话来叹

美这里的景观
, “

广泽
” “

清流
”

不一定就是优美的草原
,

很可能正是沙漠地区的现象
,

因为沙漠

地区的河流
,

水源来自泉水或地下径流
,

往往是很清澈洁净的
。

至于赫连勃勃之所以要在这里

营建都城
,

他的着眼点主要并不在于这里的地理环境如何优美富饶
,

而是在于建都在这里有利

于防御近在数百里外强敌拓跋魏的侵袭
。

这篇文章所论证的观点是否完全能成立我不敢说
,

但至少动摇了过去流行的那种说法
,

把

对这一带的自然环境的变迁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
。

作者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呢 ? 除了

他严肃谨慎的研究态度外
,

主要由于花大力气搜集了近百条以前研究这个问题的人所没有掌

握到的文献资料
,

也就是说
,

他做到了资料基本齐备这一点
。

因此他所取得的成就要 比资料不

及他齐备的高出一筹
。

第二点
,

不要把传说 当作真实史料
。

有些文献资料来源于民间传说
。

尽管传说一经用文

字记录下来也就是文献资料了
,

但事实上传说往往并不反映历史真实
,

我们做研究工作不能贸

然把这种资料当作真实史料看待
。

例如
, “

榆林三迁
”
的传说传播得很广

,

屡次为中外地理学家所引用
,

作为陕北一带沙漠南

移的证据
。

实际却根本没有这回事
。

侯仁之同志的 《从考古发现论证陕北榆林的起源和地区

开发》一文① ,

根据可靠记载
,

查清了榆林自 14 7 2 年建立榆林卫以来五百年的情况
:

曾经多次

拓建
,

比较重要的有三次
。

历次拓建都没有离开原址
,

所以
“

榆林三迁
” ,

应该是榆林三拓的讹

传
。

这就破除了沙漠南移
,

五百年中使榆林三次向南迁移城址
,

这种迷惑了不少地理学者的立

论根据
。

这一类被前人记载下来的靠不住的传说
,

各种书里都有
,

研究工作者要随时注意培养锻炼

自己的鉴别能力
,

不能见了刊印在古书上的资料不加辨别
,

一概置信
。

这是一项必要的基本训

练
。

不经过这种训练
,

是很难正确运用历史文献资料的
。

一般说来
,

正史里这种记载比较少
,

而地方志里则相当多
。

学地理 出身的历史地理学工作者搜集文献资料
,

通常都不习惯 到正史

中找材料
,

习惯于从方志中找材料
,

那就要特别注意到这一点
。

例如上海的地方志里说黄浦江

是战国时楚国的春申君开凿的
,

春申君名叫黄歇
,

黄浦即因而得名
,

又给黄浦加上歇浦
、

春申

江
、

申江几个别名
。

这完全是胡说
,

如何信得? !现今上海市区是南北朝以后才成陆的
,

春申君

时代这里还是一片海域
,

他怎么可能跑到海里来开河 ? 方志里这一类荒唐的说法很多
,

千万不

能上当
。

第三点
,

不要轻信前人时古代文献资料所作 的解释
。

先秦古籍里有关古代地理 的记载
,

原

是很宝贵的文献资料
。

可是由于古人行文极为简练
,

后代的注疏家和研究者对这些文献所作的

解释
,

难免没有误会
、

走样之处
。

所以我们处理这些文献资料
,

就该把古书原文和后人注释分别

对待
,

不能混为一谈 ;不应该盲从过去那些注疏家和研究者的解释
,

应该凭藉我们自己所掌握

的历史知识和地理知识
,

运用科学方法去正确理解判断这些资料所反映的古代地理情况
。

这样

① 见侯仁之著
: 《 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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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才能不受前人束缚
,

解决前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

作出超越于前人的研究成果
。

举二个例
:

第一个例
:

先秦有一个云梦泽
,

但古书里
“

云梦
”

二字不一定指云梦泽
,

多数场合都指的是

楚王的一个以
“

云梦
”

都为名的游猎区
。

云梦泽是这个游猎区的一部分
。

云梦游猎区是跨大江南

北的
,

而云梦泽则只存在于大江北岸
,

主要在江汉之间
。

从西晋初年杜预注《左传》 ,

错误地把

《左传》 中的
“

云梦
”

解释成云梦泽
,

从而产生了云梦泽跨大江南北的说法
。

这种误解 自晋以后

逐步发展
,

到了清初的经学家胡渭手里
,

竟然把整个江汉平原
、

洞庭湖区连同附近丘陵地带都

包括在云梦泽范围之内
。 ①这种极端荒谬的说法直 到建国以后还为一些地理学家所采用

,

看来

主要是由于他们没有能够察觉到杜预到胡渭的解释并不符合于先秦古籍中
“

云梦
”

的原意
。

我

在前若干年注意到这个问题
,

作了一番研究
,

后来写成了一篇题为《云梦与云梦泽》的文章②
。

我的方法是先直接从先秦记载去理解先秦云梦的真实情况
,

再一一破除杜预以来所有经学家

和舆地学家的谬说
,

然后运用汉以后关于云梦泽的可靠记载
,

去理清楚云梦泽在历史时期的演

变过程
。

这篇拙文主要取材于文献资料
,

也用了一些考古资料
,

但不多
。

总之
,

基本上全是用

历史学方法对历史文献资料作了整理和分析
,

并没有采用野外考察和沉积物分析等地理学方

法
。

可喜的是
,

地学工作者蔡述明同志利用钻孔资料
,

通过实地考察
,

也得出了不存在一个跨

大江南北的云梦泽的结论
,

这就更证实杜预以来的说法是错误的
,

不符合历史真实的
,

也说明

了正确运用历史学的或地理学的研究方法
,

都可 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

第二个例
:
关于洞庭湖的演变

。

长期以来鹉理学界
、

水利学界根据近百数十年来的湖面

日渐填淤
,

普遍认为整个历史时期湖面都是在不断地缩小
,

不同的只是有时快有时慢而已
。

那

末
, 《禹贡》

、

《职方》
、

《尔雅》
、

《 吕氏春秋》
、

《淮南子 》等这些古书讲到古代著名的泽数
,

为什么都

没有提到洞庭湖呢 ? 《汉书
,

地理志》为什么非但不提到洞庭湖
,

在讲到湖南的湘
、

资
、

阮
、

澄四

水时
,

为什么又说成是湘水
、

沉水入江
,

资水
、

遭水入沉
,

都不提到入 洞庭湖呢 ?过去人们都相信

了前人洞庭湖是古云梦泽的一部分的说法
,

又相信了前人把《汉志》湘玩入江
、

资澄入玩勉强解

作湘沉是由湖入江
,

资遭是在湖中会合沉水的说法
,

因此问题也就无从发现
。

复旦大学历史地

理研究所的前身历史地理研究室在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过程中
,

认真对待了有关洞庭湖

的古代文献资料
,

才发现前人这种解释是相信不得的
。

若说洞庭湖是云梦泽的一部分
,

那末

《楚辞》
、

《国策》为什么既有云梦
,

又有洞庭? 随后我们搞清楚了云梦泽全在大江北岸
,

并不跨大

江南北
,

更确信云梦并不包括洞庭
。

既然洞庭不是云梦泽的一部分
,

若说见于《楚辞》
、

《国策》的

洞庭果然是一个大过于后代的
,

或和后代差不多大的大湖
,

那末《职方》
、

《尔雅》等古书里讲到

九数十蔽时
,

为什么不提到洞庭
,

为什么不说楚有云梦
、

洞庭二蔽? 这么大的一个湖
, 《汉书

.

地理志》里怎么可以不称湘
、

资
、

沉
、

遭入湖
,

或入洞庭
,

而称入江入沉 ? 不仅 《汉志》如此
,

为什

么在大约成书于东汉的《水经》里
,

也说是湘水
、

玩水入江
,

又说遭水也入江
,

而资水是
“

与沉水

会于湖中
,

东北入于江
”
? 这只能说明玩水

、

资水的下游有一个湖
,

这个湖既与湘水
、

澄水不相

涉
,

显然不会很大
。

后来我们又发现在《庄子》里两次提到
“

洞庭之野
” ,

竟然不把洞庭地区看作

泽数而目为平野 ;在《山海经
·

中山经》里提到湘水
、

抚水
、

遭水都是在
“

洞庭之山
”

附近与江水

相会
,

却并没有提到洞庭之山下有一个洞庭湖
。

经过这么一番认真考索
,

我们才确信前人对古

书的解释绝对不可靠
,

先秦两汉的洞庭湖不可能象见于南北朝著作《荆州记》
、

《水经注》里所记

载的那么大
,

更不可能有唐宋记载里所谓
“

八百里洞庭
”

那么大
。

否定了前人的误解
,

我们才得

① `
禹贡锥指

》
卷 7

。

② 载
《
复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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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一个与前人截然不同的结论
:

原来洞庭湖在历史时期不是一直在由大变小
,

而是经历了

一个由小到大
,

由大到小的演变过程
。

我们根据这个结论先在我们所编绘的 《中国历史地图

集》 上按各个历史时期的记载作出了处理
:
春秋战国两汉只在今岳阳君山脚下画上一个小小

的洞庭湖
,

把湘
、

资
、

沉
、

遭按照《汉志》
、

《水经》记载那样画作入江或入沉 ;从东晋以后才画上 一

个大洞庭湖
,

湘
、

资
、

沉
、

遭都注入湖中 ,南朝
、

唐
、

宋
、

元
、

明逐步扩大
,

到清图才缩小了一点
。

不

过我们的清图是按 1 82 0 年的情况画的
,

所以图中的洞庭湖还是比现在的大得多
。

画图工作结束 (指内部本 )之后
,

我们又把这个课题交给张修桂同志请他作进一步的钻研
。

张修桂同志又根据湖区的地质
、

地貌
、

水文
、

考古和卫星照片等多方面的资料
,

结合文献资料
,

写成了《洞庭湖演变的历史过程》一文
。

① 我认为这篇文章写得是很出色的
,

由于采用了多种地

理学方法研究下来的结果和我们原先用文献资料得出的结论正相符合
,

使我们更加确信我们

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和我们在图上所作的处理是符合于历史真实情况的
。

张修桂同志的研

究使这个问题解决得更细致
、

更圆满
。

由此可见
,

历史地理研究工作
,

特别是历史 自然地理研

究工作要取得较高质量的成果
,

必须同时采用地理学和历史学两种方法相互配合
。

而我们最

初提出由小到大
、

由大到小的基本看法却是从文献资料的钻研分析得来的
,

是从破除了前人的

误解
,

建立自己的正确理解得来的
,

由此又可见正确对待文献资料的重要性
。

上述三点是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特别值得重视的问题
,

以下谈一

个与此相关的问题
,

那就是怎样对待文献资料中的沿革地理知识问题
。

在我国有悠久传统的沿革地理学
,

不等于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历史地理学
。

沿革地理的

研究范围没有历史地理那么大 ,沿革地理一般只要求讲清楚历代的沿革即变迁经过就行
,

不象

历史地理那样还要求探索演变的原因和规律
。

所以侯仁之同志在他的《历史地理学当议》里说
:

“

掌握沿革地理的知识
,

只不过是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初步
” ,

这是完全正确的
。

现在要提醒大

家的是
:
初步尽管只是初步

,

任何人做任何工作总得要健全地踏上这一初步
,

才有可能达到最

终的目的
。

诚如仁之同志在同一篇文章里所说过那样
, “

沿革地理的知识
,

对于历史地理学的研

究来说
,

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 。

可是现在有不少学历史地理的青年同志不愿意下工夫去掌握沿

革地理的知识
,

有些学校里讲授历史地理课的教师也不够重视这方面的知识
,

往往略而不讲
,

我觉得这是关系到我们的队伍今后能否健全发展的重要问题
,

所以在这里提出来希望引起大

家注意
。

这几年各地都在修地方志
,

不少省
、

区都办了地方史志通讯这一类刊物
,

我偶然翻阅
,

发现

许多人讲到政区沿革时往往闹笑话
。

例如
, 《禹贡》不是大禹时代的作品

, 《禹贡》里的
“

九州
”

不

是夏代的行政区划
,

而是战国时代学者对他们所知道的整个
“

天下
”

所作的地理区划
,

这是稍稍

接受过一点
“

五四
”
以后的历史教育

,

破除了对儒家经典的迷信的人都能知道的常识
。

可是现

在的地方史志工作者
,

竟然还有人在沿袭封建时代的老一套
,

讲到一地的沿革
,

还是从夏禹时

属某州讲起
。

再如
,

唐宋时代的地方行政区划基本上采用以州 (包括府 )辖县制
,

全国分成三百

多州
,

隶属于十多个或二十多个道或路
。

在唐初至宋末六百六十年中
,

只有从唐天宝元年 ( 742

年 )到乾元元年 ( 7 58 年 )这十六年改州为郡
,

其余六百四十多年都只有州
,

没有郡
。

所以在简

① 载
《历史地理

》
1 98 1年创刊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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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一地的沿革时
,

当然只能说唐属某州
,

宋属某州
,

但现在有的同志竟然在说什么某地唐属某

郡
,

宋属某郡
,

好象唐宋时代都是在推行以郡辖县制似的
。

又如
,

历代正史地理志各府州下的

户 口数
,

指的是这个府州全境各县的
,

包括城市乡村都在内的户口总数
,

不是专指这个州的州

治所在的城市户口
,

现在竟然有人在根据这些数字大讲起唐代扬州
、

宋代杭州的城市户 口来

了
。

又如
,

六朝时代的扬州和隋唐时代的扬州完全是两码事
:
前者在长江以南

,

后者在长江以

北 ;前者 以建康 (今南京市 )为治所
,

后者以江都 (今扬州市 )为治所
;
前者辖境兼及今江苏

、

安徽

长江以南各一部分和上海
、

浙江一直辖市一省
,

后者辖境仅相当今江苏扬州
、

南通两个地 区 ; 可

是现在竟有人用六朝时扬州的资料来阐释唐代扬州的情况
。

这些 岂不都是笑话 ? 对沿革地理

的知识这样惜然
,

那怎么能进一步做好历史地理研究工作呢 ? 这实在是一个大问题
。

所以我

认为
,

如何采取措施使搞历史地理教学
、

研究工作的人能够在短期内掌握一些基本的沿革地理

知识
,

这是我们当前历史地理学界的一个巫待解决的问题
。

我希望有关方面能够认真对待这

个间题
,

在短期内提 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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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条者男女皆斩
” ,

甚至
“

各王驾出
,

侯
、

承相轿

出
,

如不回避
,

冒冲仪仗者
,

斩首不留
” ① ……

等等
。

但是
,

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
,

象这样一

个已经十分典型的新封建政权
,

却被美化成
“
农民阶级专政

”

的
“

农民政权
” ,

尤其在十年

浩劫期间
,

更被别有用心地无限拔高
,

把洪秀

全和天京政权
,

进一步神化为可 以与无产阶

级领袖比美的
“

救世主
” ,

和
“

无处不均匀
、

无

人不饱暖
”

的人间天国
。

甚至稍加评论
,

就会

遭到不堪设想的横祸
。 “

四人帮
”

覆灭 以后
,

这

种极左谬论
,

虽 已受到批判
,

但它的流毒
,

并

未彻底肃清
,

至今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影响
。

比

如
,

有些同志出于歌颂农 民战争的良好愿望
,

继续在随意美化和拔高
,

说什么封建时代的

农民阶级
,

是
“

革命民主主义者
” ;太平天国的

“

乡官
,

由人民公举
”

的 , 甚至说太平天国的
“

议事制度既民主
、

又集中
,

是具有民主性质

的
” 。

另一些同志看到这些说法根本无 法成

立
,

又从另一方面为天京政权封建专制统治

的性质开脱
,

说什么太平天国虽然实行
“

照旧

交粮纳税
”

政策
,

即允许并支持地主收租
,

也
“

没有改变对农民经济上的保护和关心
” , “

照

旧交粮纳税
”

政策虽然
“

没有在根本上改变

封建制度
,

但它仍然是
`

维护农民阶级利益

的
’ ” 。

甚至认为太平天国
“

没有
、

也不可能真

正代表农 民阶级的利益
” ,

也仍然是
“

农 民政

权
”

等等
,

就是明显的反映
。

尽管说这些同志

都出于好心
,

但实际上却混淆了是非
,

错误地

把农民阶级封建落后一面的糟粕
,

当成了进

步革命一面的精华
,

加以宣扬
,

客观上起了
“

赞扬封建毒素
”

的作用
。

总起来说
,

我们研究和讨论学术间题
,

必

须具有明确的目的
,

就是明辨是非
,

探求真

理
,
揭示规律

,

为革命实践提供理论根据和借

鉴
,

而不是争个人论点得失
。

为此
,

就要采取

严肃的科学态度
,

尊重史实
,

实事求是
,

互相

切磋
,

共同提高
,

对则坚持
,

错则纠正
。

而那种

明知不对
,

一味执拗
,

甚至不惜对马克思主义

经典著作和史料
,

断章取义
,

任意解释
,

以及

轻率下结论的做法
,

显然是极不妥当的
。

最后
,

在结束这篇拙作时
,

我诚恳地表

示
:
刘大年同志是一位老一辈的史学家

,

对他

我是由衷尊重的
,

而且完全相信
,

他既然如此

断然否定
“

新封建政权说
” ,

必定具有充分的

理由和依据
。

我殷切地企盼着拜读他的文章 ;

尚能提出有充分说服力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论断
,

我将是乐于服从真理的
。

① 《
太平天国

》 ,

第 5册
,

第 2 30
一 2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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